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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对于刑法解释目标和解释方法的研究主要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对刑法分则条文的解释的争论是建立在对罪刑法定原则不同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在刑法解释态度和刑法解释限度上基本上都能达成共识，就是要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指导下讨论刑法解释的限度问题。因为无论是主观解释论还是客观解释论，其追求的最终目标都是在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下对刑法进行合理解释。只是强调或者说是追求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还是形式侧面。如梁根林教授指出：“主观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的对立，在于论者是追求形式的罪刑法定主义所倡导的法的安定性与形式合理性，还是追求实质的罪刑法定主义所体现的法的灵活性与实质合理性。”
而张明楷教授也在其著作中指出：“刑法学的本体是刑法解释学，解释主体、解释目标、解释方法等问题，都与罪刑法定原则密切相关。”
同时其另一著作中在论述到严格解释和灵活解释时指出二者都要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
 与此类似的还有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学者林山田教授也论述了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限制作用。
以上这两位学者的观点实质上所讨论的问题都是有关刑法解释限度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问题。所以对刑法解释的目标和限度的讨论都不能脱离罪刑法定原则的范畴。

    但是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指导下，对于有权作出解释的主体还是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比如说张明楷教授就明确表明了否定立法解释、限制司法解释以及重视学理解释的观点。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下，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在我国是属于有权解释，学理解释属于无权解释，立法解释对刑法进行解释具有当然效力。但我也赞同对司法解释的限定，因为过多的司法解释会破坏刑法的稳定性，并且导致刑法条文和司法解释以及司法解释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同时对于司法解释是否属于有权解释我还是存有疑虑。对于学理解释我认为它对于司法实践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但是要对学理解释进行一个汇编和收集，使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说服力。

 （二）在刑法解释立场的问题上则存在较大的争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客观解释论。王政勋教授在其文章中提出：“客观解释论结合了语义解释和语用解释，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不会导致解释和适用的随意性，也不会违背公民的预测可能性。”
而张明楷教授从批判以寻求立法原意为目的的主观解释论的基础上坚持了客观解释论的立场。
但是在我国又有所谓的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之争。我国学者梁根林教授将形式解释论与主观解释论、实质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等同起来，认为：“主观解释论强调探询立法者的立法原意，在于强调尊重和忠实于立法者通过法律文本表达的立法原意，因而亦称形式解释论。而客观解释论则着重发现法律文本现在应有的客观意思，即试图挣脱立法者的立法原意，根据变化了的情势与适用的目标，挖掘法律文本现在的合理意思，因而又称为实质的解释论。”
但该观点遭到了陈兴良教授的批判：“梁根林教授将主观解释论等同于形式解释论、客观解释论等同于实质解释论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刑法解释的立场上主张客观解释论和在刑法解释的限度上主张形式解释论，两者并不相悖。”
我国学者许浩也在其发表的文章中持了相同的观点。
而倡导实质解释论的张明楷教授对形式解释论进行了批判，主张：“实质解释论同时维护罪刑法定主义的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既有利于实现处罚范围的合理性，也有利于实现构成要件的机能。”
吴林生教授也表明了类似的观点：“刑法解释对刑事法治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无论从形式合法性、实质合法性或实证角度，倡导实质解释都有充分的理由。”
刘艳红教授则撰写文章详细的论证了实质解释论的合理性。
由此可见在我国目前实质解释论这一观点对我国刑法解释立场的影响力极其深远。在我看来实质解释论和形式解释论主要是一种方法论或者价值观上的对立，形式解释论的优点在于其能够严格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避免将法律没有规定但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的行为当作犯罪处理，充分保障了公民的自由权利。其缺点也很明显，即容易无视法条文本的实质内涵，导致刑法无法起到保护法益的目的。而实质解释论的优点在于合理化刑罚处罚范围，将法律虽有规定但是不符合刑法目的的行为排除在刑法之外。缺点在于极端化容易走上法律虚无主义道路，突破刑法条文的用语含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我认为从保护法益的角度来看实质解释论更具有合理性。

    二是主观解释论。又称主观说，立法者意思说。该说认为刑法解释的目标应是阐明刑法立法时立法者的意思，即刑法解释的目标就是阐明刑法的立法原意。一切超出刑法立法原意的解释都是违法的。如日本刑法学者佐伯千韧曾指出：“做超出刑法条文之语言原意解释是不行的”。
这就是主观说理论的反映。主观说的哲学理论基础为传统解释学，政治学理论基础为三权分立学说，法理学基础是强调法律的安全价值和法律的保障机能。该学说能够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和任意解释法律，有助于防止罪刑擅断、防止司法权被滥用、侵夺立法权以及有利于保护人民的自由权利。但是对立法原意的探求导致其很难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
三是综合解释论。又称折衷解释论。该说认为，“刑法之解释宜采主观与客观之综合理论，即：原则上，采主观理论，对于刑法条款之解释仍应忠实地停留在立法者于立法时之标准原意。惟如有足够之理由证实立法当时之价值判断，显因时过境迁，而与现阶段之公平正义、社会情状与时代精神等不相符合时，则应例外地采客观理论。”该说还指出：采主观与客观之综合理论，“则时间之因素在刑法之解释上，亦扮演一重要角色：对于新近公布施行之刑法条款，则以主观理论为主，就法律条文之实体内容，以事解释。对于公布施行已久之刑法条款，则因法律诞生至法律适用，已经过一段长时间，故应着重客观意思，以为解释。”

折衷说作为调和主观说和客观说的一种法律解释学说，其理论基础也不可避免地具有调和主观说与客观说理论基础的色彩。以哲学基础来讲，折衷说既肯定了传统解释学关于“原意”的理论，同时又赞成哲学解释学关于解释对象的意义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命题。就法理学基础而言，折衷说既关心法律的安全价值，也重视法律的公正价值;既强调法律的保障机能，更关注法律的保护机能。李希慧教授在其博士论文中明确表达了支持折衷解释论的观点，认为：“结合我国具体情况，我国刑法解释的基本思想应该是：以主观说为主，以客观说为辅。”

　　而形成我国目前主观解释论逐渐被淡化，客观解释论成为最有影响力学说的这种趋势主要是由于主观解释论主张探求立法原意，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立法与社会会逐渐的脱离，如果拘泥于立法原意，就会导致不公平并且与刑法目的相冲突。比如说组织卖淫罪，在立法当时肯定是没有想到组织同性之间的卖淫行为，根据高铭暄教授的讲述，他们在立法时的原意是仅指组织妇女向男性或者说是异性之间的卖淫的行为。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同性恋的增加和普遍被接受的社会现实发展，如果严格遵循立法原意，不把组织同性之间的卖淫行为作为犯罪处理是很难被接受的，也不符合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再者，立法原意是很难确定的，因为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有时候也会存在争议，立法原意很多时候都是妥协的产物，所以要弄清楚立法当时的原意是不现实的。所以该观点被大多数学者所抛弃。而客观解释论能够克服这种刑法文本的滞后性，适应社会现实，使解释结论符合刑法的目的。从保护法益的角度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赞同。但是过分强调客观解释也容易破坏刑法的安定性，突破刑法条文本身的语义含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所以我认为，应该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调和两种观点，吸取二者的优点，尽量避免其弊端。所以我赞同综合解释论。
（三）目前我国对于刑法解释方法的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对解释方法的分类略有差异。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1.承认刑法解释方法通说将解释方法分为文理解释和论理解释，但是对于论理解释的具体内容则又有不同观点。有的认为，论理解释又分为当然解释、扩张解释和限制解释。
有的认为，论理解释又可分为以下几种：第一，扩张解释；第二，缩小解释；第三，当然解释；第四，历史解释。

2.张明楷教授否认通说的分类标准在借鉴日本学者笹仓秀夫教授的分类方法基础上提出将刑法解释方法分为解释技巧和解释理由，解释技巧包括平义解释、宣言解释、扩大解释、缩小解释、当然解释、反对解释、类推解释、比附以及补正解释，解释理由包括文理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等。同时指出，对于一个刑法条文的解释，只能采用一种解释技巧，但采用那种取决于解释理由，而解释理由是可以多种多样的。

对于第一种分类我认为并不具有完全的合理性。文理解释与论理解释并不是一种绝对的区分方式。首先它很难囊括诸如目的解释、当然解释、体系解释等解释方法。其次，文理解释的解释都应该符合论理解释所体现的立法精神或者目的。论理解释与文理解释有时候甚至是相互交叉的，很难进行区分。而在扩张解释和类推解释的关系问题上，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对于扩大解释的态度也有很大不同，形式解释论认为扩张解释有类推解释的嫌疑，会导致刑罚处罚范围的扩大，而实质解释论则认为扩张解释只要符合刑法条文规定的语义可能性的，就不是类推解释，适度的扩张解释有利于刑法法益的保护和实质的正义的实现。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扩张解释和类推解释的区分界线是十分模糊的，很难用一个确定的标准去进行界定。在我国现阶段既注重社会秩序的保护也注重个人法益的保护的理念以及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之下，有限度的适用扩张解释以及将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排除在刑法解释方法之外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这是一种抉择。就像刑法不禁止有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就是为了实现保障人权的刑法目的，如果按照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则是缺乏合理性的。所以有时候为了达成刑法所倡导的某种目的或者理念，就必须做出相应的让步，牺牲一些利益。

  二是对于刑法解释方法是否存在位阶刑法理论存在不同观点。

　　大多数学者肯定法律解释存在优先原则，但是对于具体的序位排列上略有差异。我国刑法学者一般认为应当肯定刑法解释方法之间存在一定的位阶关系。有学者明确指出“应当承认各种解释方法之间存在一定的位阶关系，尽管它并非固定不变。如果这种解释方法之间的位阶关系得不到遵守，可能会影响解释结论的合理性”。
有的学者认为：“刑法解释方法之间位阶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是与我们思维过程的客观规律相一致的，应当承认刑法解释方法位阶的存在。”
而还有些学者尽管没有直接对“刑法解释方法之间是否存在位阶的关系”这一问题表明立场，但却通过肯定“文理解释作为刑法解释的基础，应当优先适用”，从而间接肯定了解释方法之间位阶关系的存在。刑法解释是以刑法的目的为主导，探求刑法规范法律意义的一个思维过程，由于不同的解释方法立足于不同的价值基础，具有不同的功能，如果任由解释者随意选择解释方法，势必会得出各种各样的解释结论，从而影响刑法的安定性和正义价值目标的实现。有学者认为刑法解释方法的运用大体应遵循以下原则：（1）文理解释运用为先；（2）单一规则，即如果通过文理解释，刑法规定含义明确，不存在歧义，就毋须运用论理解释之方法；（3）综合规则，即在解释刑法规定时，既运用文理解释，又运用论理解释；（4）论理解释优势规则。即对刑法规定的同一用语进行解释时，如文理解释的结论与论理解释的结论相冲突时，应取论理解释的结论。
也有学者指出刑法的解释，应遵循文义解释—体系解释一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合宪性解释的先后顺序。
还有学者认为刑法解释方法总的位阶关系是:文义解释一逻辑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一比较解释—目的论解释。
还有学者提出目的解释具有决定性，同时根据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文理解释也具有决定性，但是二者的含义不同，文理解释的决定性在于所有的刑法解释都要从法条的文理开始，而且不能超出刑法用语的可能性含义，凡是超出的都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解释（但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除外），即使符合刑法的目的，也不能被采纳。目的解释的决定性在于：在对一个法条可以做出两种以上的解释结论时，只能采纳符合法条目的的解释结论。

    我认为对于刑法解释方法的各种分类以及各种解释方法之间的位阶适用问题都具有同一个目的，即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指导下，对刑法条文进行合理解释，实现正义。强调其位阶性可以更快捷更有效地解释以及适用刑法条文，实现刑法目的价值，但是这种位阶或者优先性并不是绝对的，而应当是相对的。我也赞同目的解释具有决定性，但首先要从文理解释出发。因为任何一个刑法条文都或多或少的体现了刑法的目的，当然必须在符合刑法用语的可能含义基础上，通过刑法规范的目的去解释刑法条文，才不会与刑法条文的实质内涵发生冲突，从而符合刑法所追寻的法益保护理念。但是也不能说目的解释必须被绝对的贯彻，它并不具有绝对的类似于宪法功能的最终裁决权，因为目的解释也必须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不得超出刑法条文的用语的可能性含义，因此在实现法益保护目的的同时也要注重保障国民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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